
校园文化与现代文学

“学衡派”与 20年代的国学研究

高恒文

　　“昌明国粹”, 这是“学衡派”的重要思想宗旨之一。本文

以此为中心 , 叙述“学衡派”与胡适等人倡导的“整理国故”

和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会”的关系 ; 前者关系到“学衡派”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 后者则关系到它在东南大学的

学术处境。

由此我们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深入认识和理解“学衡

派”: 不仅可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其思想主张的由来 , 而

且由此考察其思想主张与其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 , 本文虽然内容比较完整 , 主题也比较明确 ,

但由于是由作者《“学衡派”与东南大学》一书中的一个章节的

部分内容删节而成的 , 因而有些地方可能显得疏略。

(一)

《学衡》是这样阐述其“昌明国粹”的思想宗旨的 :

　　　　本杂志于国学 , 则主以切实之工夫 , 为精确之研究 ,

然后整理而条析之 , 明其源流 , 着其旨要 , 以见吾国文化 ,

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 , 而后来学者 , 得有研究之津梁 ,

探索之正轨 , 不至望洋兴叹 , 劳而无功 , 或盲肆攻击 ,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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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毁弃 , 而自以为得也。①

　　这里出现了“国粹”和“国学”这两个意义根本不同的概

念。比较而言 ,“国学”是一个学术概念 , 本身没有价值判断的

意义 , 而“国粹”则是一个文化概念 , 具有肯定意义的价值判

断的内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国粹”一词 , 在“五四”新文

化运动中 , 已成为一个贬义词 , 是批判的对象 , 因此 , “学衡

派”提出这种“昌明国粹”的口号 , 并且申明“以见吾国文化 ,

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以及“或盲肆攻击 , 专图毁弃 , 而自

以为得也”云云 , 则明显是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

的思想潮流而言的 ; 也就是说 ,“学衡派”的根本目的其实不完

全是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来提出对于“国学”的研究的。更进

一步地说 ,“学衡派”的三个主要人物———梅光迪、吴宓、胡先

———对于“国学”并无深入的研究 ,“国学”根本不是他们的

专业 , 并且也看不出他们有致力于“国学”研究的学术打算与

选择 , 如果不是有“柳门”———柳饴征及其弟子———的集体加

入 , 恐怕是不敢说“以切实之工夫 , 为精确之研究 , 然后整理

而条析之 , 明其源流 , 着其旨要”、“而后来学者 , 得有研究之

津梁 , 探索之正轨 , 不至望洋兴叹 , 劳而无功”这样的大话的。

虽然几乎所有的社团、流派都是打出大旗、树立远大目标以期

引起世人注意 , 这也是古今中外的通例 , 但对“学衡派”来说 ,

打出“昌明国粹”的旗号 , 目的恐怕主要不是学术性的 , 而是

一种文化态度、一种思想立场 , 是有其针对性的 , 针对的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的思想潮流。

为了明确这一点 , 不妨再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看“学衡派”

的这种思想的一个直接历史来源。

1919年 1月 , 正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地反传统时 ,

北京大学教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人成立了“国故社”, 创

办了《国故》月刊 , 自云其宗旨为“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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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则是“慨然于国学沦夷 , 发起学报 , 以图

挽救”。②虽然这个“国故社”和“学衡派”在学术与思想上均

大有区别 , 但两者“昌明国粹”的意图却是十分相似的。《国

故》刚一出现 , 就受到同时成立的、由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傅斯

年、罗家伦组织的“新潮社”的批评。毛子水在《新潮》上发

表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中 , 尖锐地批评说 :“近年研究

国故的人 , 既不知道国故的性质 , 亦没有科学的精神。他们的

研究国故 , 就是‘抱残守缺’。”③傅斯年在毛子水的文章后面特

意加上一段“附识”, 指出“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来“整

理国故”。由此而引发了学术界、文化界的一场关于“整理国

故”的讨论。

《新潮》不久发表了胡适答毛子水的信 , 提出“用科学的研

究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 肯定了毛子水、傅斯年的基本观点 ,

并且进而指出 : “清朝的‘汉学家’所以能有国故学的大发明

者 , 正因为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法。”④与此

同时 , 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题为《新思潮的意义》的文

章 , 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整理国故”的主张 , 从“五四”新文

化运动的“新思潮”这一角度来讨论“整理国故”的问题。⑤由

此亦不难看出 ,“整理国故”实际上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一个重要内容 , 或者更准确地说 , 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思

想运动再发展到学术研究的一个必然结果。

“整理国故”的最初的学术成果表现在两个方面 : 古代小说

的考证和“疑古”思潮的出现。两者都与胡适有密切的关系 :

胡适对《水浒传》、《红楼梦》的考证取得很大成就 ; 他积极支

持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及其研究。1921年 , 北京大学成立研

究所国学门 , 出版由胡适主编的“北大日刊国学号”。1923年 1

月 , 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出版———当然 , 该刊创刊时《学

衡》已经创刊 1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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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学衡派”提出的“昌明国粹”口号的最直接

的学术背景。

《学衡》一创刊 , 就对“整理国故”提出了批评。梅光迪

《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一文批评“所谓‘新文化’领袖人

物”云 :

　　彼等又好推翻成案 , 主持异义 , 以期出奇制胜。且谓

不通西学者 , 不足与言“整理国学”, 又谓“整理旧学”须

用“科学方法”, 而彼等乃独怀为学秘术 , 为他人所不知 ,

可以“大出风头”; 即有疏漏 , 亦无人敢与之争。则彼等所

倾倒者 , 如高邮王氏之流 , 又岂曾谙西文、曾有入西洋大

学乎 ?⑥

　　这显然是针对“整理国故”的理论与方法而言的 , 因为

“‘整理旧学’须用‘科学方法’”正是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

基本思想 , 而“高邮王氏之流”恰恰是胡适推崇过的———胡适

在《水浒传考证》中不是说过《水浒传》“很当得起王念孙来替

他做一翻训诂的工夫”之类的话么 ? 而且胡适在《清代学者的

治学方法》一文中说 :“中国旧有的学术 , 只有清代的‘朴学’

确有‘科学’的精神”: “清代讲训诂的方法 , 到王念孙、王引

之父子两人 , 方才完备”。⑦胡适的论点是否正确 , 是另外一回

事 , 但梅光迪的批评前提也有明显问题 :“高邮王氏之流 , 又岂

曾谙西文、曾有入西洋大学乎”固然是事实 , 但这并不等于不

懂西学、不曾入西洋大学就一定是其治学方法不是“科学方

法”, 或者说一定不可能与“科学方法”有所暗合、相通之处

的。

同时 , 吴宓在《学衡》上发表的《文学研究法》一文 , 虽

然不是完全针对“整理国故”的 , 而是谈论“西洋文学之研究

法”的 , 但文章开头所谓“吾自愧于国学未尝研究”; “窃疑以

此法 (按 , 即“西洋文学之研究法”) 研究中国文学 , 必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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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云云 , 已暗示此文的写作乃别有用意。“文学研究”和“国

学研究”本来并不一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 但吴宓点出“国学”

二字 , 说明他作文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讨论一般意义上的“文学

研究”。胡适等人倡导并且实践的“整理国故”, 所欲“整理”

者 , 固不限于文学 , 但最初的学术成果是对《水浒传》等古代

白话小说的考证 , 或者说 , 影响最大者在于此 , 所以 , 吴宓所

谓“研究中国文学”, 则是暗指胡适等人在“整理国故”的旗号

下所做的考证古代白话小说的工作。这样说 , 并非臆测之词 ,

因为下文吴宓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 , 吾国学生热心研究西洋

文学者甚多 , 然盲从一偏 , 殊多流弊”之说 , 可见吴宓作文 ,

心中时时有他所批判的“新文化运动”及其倡导者在焉。

既然“于国学未尝研究”, 自然不好直接评论胡适等人的古

代小说考证 , 于是吴宓此文由“西洋文学之研究法”谈起 , 并

且谈的是“美国人研究文学之分派”, 这样吴宓自然就有说话的

资格了。在这篇文章中 , 吴宓将美国人的文学研究分为“商业

派”、“涉猎派”、“考据派”和“义理派”。其论“考据派”云 :

　　总之 , 考据家之误 , 在以科学之法术 , 施之文章 , 而

不知文章另有其研究之道也。⋯⋯要之 , 考据派之文人 ,

极似吾国之小学家 , 谓其成绩与研究文学者 , 不无裨助 ,

则可 , 然以此为研究文学之唯一正轨 , 则大谬也。⑧

　　胡适等人的古代小说考证 , 固然不是“惟以训诂之法研究

之”, 但胡适既对“吾国之小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训诂

十分推崇 , 又是大肆宣扬以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来考证古代白话

小说的 , 所以 , 吴宓的这段话 , 显然是隐含了对胡适等人的古

代小说考证的批评。吴宓认为 , 美国的文学研究中的“商业

派”、“涉猎派”、“考据派”这三派 ,“在吾国 , 因时势所趋 , 亦

将有日盛之势”, 这个判断 , 其中恐怕是包含了对胡适等人的古

代小说考证正呈一时之学风批评吧 ? 吴宓认为“考据家之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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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科学之法术 , 施之文章 , 而不知文章另有其研究之道也”,

这是他之所以批评“考据派”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 也是他于四

派之中独许“义理派”的原因之所在。我们知道 , 吴宓早在

1920年就发表了《〈红楼梦〉新谈》论文。这篇文章借助西方小

说理论来评论《红楼梦》的思想与艺术 , 分“宗旨正大”、“范

围宽广”、“结构谨严”、“事实繁多”、“情景逼真”和“人物生

动”这样六个部分进行论述的。⑨从文章的这六个小标题就不难

看出 , 吴宓的这篇文章是有明确的价值判断的 , 而不是对作品

的思想与艺术的特征作客观的分析与说明。对照胡适的《〈水浒

传〉考证》, 两者的区别十分明显 : 胡适做的是对作品的事实判

断 , 而吴宓做的是对作品的价值判断。既然胡适孜孜以求的是

对作品的成书的历史过程的考证 , 或者如他稍后对《红楼梦》

的研究只关注对作者曹雪芹的考证一样 , 确实如吴宓所批评的

美国的“考据派”那样 ,“于文章惟以训诂之法研究之”,“而于

文章之义理、结构、辞藻、精神美质之所在 , 以及有关人心、

风俗之大者 , 则漠然视之”, 那么 , 吴宓的批评是自有其来历

的。就此而言 , 吴宓胡适的这种学术思想上的差别 , 恰恰是学

术工作的不同方面 , 原本不是吴宓所认为的那样截然对立 , 又

各有其意义之所在。并且 , 胡适对此是有明确的认识的 , 他在

《论国故学》中说 :“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

究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 , 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 ,

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λϖ这种思想 , 显然是吴宓所不能认同

的。

当然 ,“学衡派”对“整理国故”的学术思潮的批评 , 还表

现在对“整理国故”学术思潮而来的“疑古”史学的更为直接

批评。对此作者另有专门讨论 , 限于篇幅 , 兹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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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在“整理国故”学术思潮风行一时之际 , 东南大学的国

文系成立了“国学研究会”, 积极开展学术活动。下面 , 再看

“学衡派”与近在身边的“国学研究会”的关系。

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会”是由国文系师生发起并组织的 ,

正式成立于 1922年 10月 13日。1923年开始发行《国学丛刊》,

每年定期出版 4期。“国学研究会”成立后 , 请校内外学者作学

术讲演———称“讲习会”, 从 1922年 10月至 1923年 1月 , 每周

一次 , 共进行了 10次 , 并出版《国学研究会讲演录》第 1集。

这 10次讲演的情况如下 :

时　　间 讲演者 讲演的题目

1922年 10月 20日 吴　梅 词与曲之区别

1922年 10月 27日 顾　实 治小学之目的与其方法

1922年 11月 3日 梁启超 屈原之研究

1922年 11月 9日 陈仲英 近代诗学之趋势

1922年 11月 17日 江亢虎 欧洲战争与中国文化

1922年 11月 24日 陈钟凡 秦汉间之儒术与儒教

1922年 12月 1日 陈去病 论诗人应具有之本领

1922年 12月 7日 柳饴征 汉学与宋学

1922年 12月 24日 江亢虎 中国古哲学家之社会思想

1923年 1月 9日 梁启超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此外 , 还出版丛书 , 最先出版的是俞樾《古书疑义举例》

和刘师培《疑义举例补》, 并且还准备出版《左庵遗稿》 (刘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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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也就是说 , “国学研究会”和“学衡派”几乎同时成立 ;

虽然会刊晚出一年 , 但学术活动远比“学衡派”有声势。�λϖ

“国学研究会”和东南大学的其他学术团体一样 , 都是在老

师指导下由学生组织的。虽然是由学生组织的 , 但主持其事的 ,

实际上是指导老师———称“指导员”。“国学研究会”的“指导

员”是陈钟凡、顾实、吴梅、陈去病和柳饴征 ; 除柳饴征是历

史系教授外 , 另外四位均为国文系教授。其会刊《国学丛刊》,

1923年出版的第 1卷的全部 4期 , 是由陈钟凡、顾实、吴梅、

陈去病轮流主编的 , 从 1924年开始的第 2卷 , 改为陈钟凡指导

学生编辑。原因之一就是因为 1923年 4月 , 国文系计划成立

“国学院”。这是由“国学研究会”发展而来的。只是“国学研

究会”是由教师指导的学生组织 , 而“国学院”则是完全由教

师主持的学术机构 , 其性质是这样规定的 :“国文系学程修毕之

后 , 特设国学院以资深造 , 为国立东南大学专攻高深学问之一

部。”�λω

《国学丛刊》的《发刊词》虽然是由个人 (顾实) 撰写的 ,

但由通常之惯例而观之 , 当为该会集体意见之表述 , 故由此可

稍窥该会之学术旨趣也。

首先 , 其《发刊词》开头即叙述学术背景与该会发起之动

机云 :

　　强邻当前而知宗国 , 童昏塞路而知圣学。语曰 :“见兔

顾犬 , 亡羊补牢。”洵乎犹足以有为也。昔者 , 隋唐之隆

也 , 华化西被 , 方弘海涵地负之量 ; 迨及逊清之季 , 外学

内充 , 大有喧宾夺主之慨。曾几何时 , 事异势殊。自非陈

叔宝太无心肝 , 谁不俯仰增慨 ? 则海宇之内 , 血气心知之

伦 , 咸莫不嚣然曰“国学”。与夫本会同人 , 近且出其平素

之研究 , 而有《国学丛刊》之举行 , 岂有他哉 ? 一言以蔽

之曰 : 爱国也 , 好学也 , 人同此心而已矣。�λ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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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者 , 隋唐之隆也 , 华化西被 , 方弘海涵地负之量 ; 迨

及逊清之季 , 外学内充 , 大有喧宾夺主之慨”, 因此而欲昌“国

学”, 自然是“爱国也”, 而不仅仅是“好学也”, 所以有“强邻

当前而知宗国 , 童昏塞路而知圣学”这样的大前提。这显然和

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

的思想前提 , 大相异趣 , 而使人想起章太炎等人在晚清创办

《国粹学报》的宗旨。

其次 ,《发刊词》所谓“括举纲领 , 藉便来者”之“国学”

者 , 有此六类 : 小学类、经学类、史学类、诸子类、佛典类和

诗文类。这显然是由中国传统学术所谓的经、史、子、集的那

种分类稍加变化而来的。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学术名目的分类问

题 , 在它的背后其实是隐含着某种特定的学术思想的原则。由

此再对照同样是由顾实起草的《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

计划书》中所提出的所谓“以国故整理国故”的学术原则 (详

见下文) ,《发刊词》中对“国学”的这种理解与分类 , 其学术

思想的基本理论与出发点 , 就一目了然了。固然不能因此就断

定其学术思想完全是中国传统的 , 但它与晚清“国粹派”一脉

相传 , 而与新起的“整理国故”派判然有别 , 不是十分了然么 ?

这一点 , 由“国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的学术经历来看 ,

可获资证。

顾实早年曾经留学日本 , 受《国粹学报》影响很深 , 他在

这篇《发刊词》的下文 , 论“小学”而有“董理先典 , 非此莫

属 ; 近世王俞 , 懋绩卓著”诸语 , 论“经学”, 则有“先审文

字 , 后明义理 ; 今文古文 , 汉氏师承 ; 近世考证 , 曲畅旁通 ;

专精一经 , 再及其余”之说 , 可见其学术师承。

陈去病也曾留学日本 , 为同盟会成员 , 曾编辑《国粹学

报》, 并在该刊发表诗文。

陈钟凡在北京大学读书时 , 是黄侃、刘师培的得意弟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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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去世后积极收集其遗文 , 不仅拟出《左庵遗稿》, 作为

“国学研究会”丛书 , 而且在《国学丛刊》上大量发表其遗文 ;

又有《仪征刘先生行述》, 其文意在“于其他行事不备书 , 书其

学术之著者 , 与天下学人共悼之”, �λψ可谓深具弟子之苦心也。

他于 1921年辞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教职 , 南下任教于东南大

学。

吴梅与陈去病友善 , 曾同为“南社”成员。1922年辞去北

京大学教职 , 南下任教于东南大学。吴梅是著名的戏曲专家 ,

研究与创作均严守曲律 ,“从戏曲本身研究作曲、唱曲、谱曲、

校曲。”�λζ曲之外 , 宗宋诗 , 得到陈三立的指点 ; 词宗南宋 , 受

近人朱祖谋影响很大。他辞北京大学教职而到东南大学任教 ,

恐怕与北京大学“旧学”沦落而“新学”兴起 , 日益成为新文

化、新文学、新学术的中心有关。在东南大学 , 他和学生组织

词社 , 名为“潜社”, 前后达十余年之久 ; 每月一集 , 游览南京

名胜 , 师生唱和 , 谱词度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 刘师培、黄侃任“总编辑”的《国故》

创刊时 , 吴梅是“特别编辑”之一 , 陈钟凡是“编辑”。陈钟凡

1925年出版的《诸子通谊》, 曾在该刊第一至第五期连载。

因此 , 就其主要成员的思想与学术而言 ,“国学研究会”远

承晚清的《国粹学报》, 近承 1919年的《国故》, 与新起的“整

理国故”学术思潮 , 大相异趣。

下面 , 再就“国学研究会”与“整理国故”思潮的学术思

想的区别 , 略举数端。

《发刊词》论当前学术之弊端 , 有“复有佥壬 , 谓他人父 ,

果赢速化 , 倡废汉字 , 甘作虎伥 , 抑何忍心 , 一切古书 , 拉杂

摧烧”云云 , 这显然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

还有 ,《国学丛刊》不仅发表学术论文 , 而且也发表旧体诗

词 , 这是意味深长的 , 表明“国学研究会”不是将“国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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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象化的研究对象———像“整理国故”的倡导者那样 , 当做

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来研究它 , 甚至是像“五四”新文学运动中

所表现的否定态度 , 或者如稍后由“整理国故”而发展到“疑

古”———而是当做与自己的思想情感息息相通的文化遗产。

由署名“顾实起草、国文系通过提出”的《国立东南大学

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中 , 直接提出对北京大学的“整理国

故”派的批评 :“今日学者之间 , 争言以科学理董国故”, 然则

“非国学湛深之士 , 而贸然轻言以科学理董国故 , 所不致为汉博

士之续者几稀 , 非郢书燕说 , 贻讥方闻 , 则断章取义 , 哗众取

宠而已”。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 但批评的对象显然是一目了然

的。并且 , 针对“整理国故”派的科学方法 , 而提出“以国故

理董国故”理论 :“以国故理董国故者 , 明澈过去之中国人 , 为

古服华装 , 或血统纯粹之中国人者也。而以科学理董国故者 ,

造成现在及未来之中国人 , 为变服西装 , 或华洋合婚之中国人

也。”�λ{

回到对“学衡派”的讨论这个问题上来 , 从以上叙述的情

况来看 ,“学衡派”和“国学研究会”, 在学术思想乃至文化思

想上 , 似乎是有相当的一致或相近之处的。

但是 , 事实上“学衡派”和“国学研究会”虽然同在一个

校园 , 却不相往来。

柳饴征是“学衡派”中对国学最有研究。他曾是“国学研

究会”的“指导员”, 并且参加了该会最初举行的“讲习会”的

讲演。但是 , 后来出版《国学研究会讲演录》时 , 柳饴征的讲

演却没有被收入。并且 ,《国学丛刊》最初由“指导员”编辑 ,

陈钟凡、顾实、吴梅、陈去病四人都轮流主编了 , 柳饴征却没

有主编过一期。还有 , 柳饴征也没有在《国学丛刊》上发表过

文章。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 , 恐怕不是偶然的原因。柳饴征是

历史系和地学系师生组织的“史地研究会”的“指导员”, 该会

551“学衡派”与 20年代的国学研究



也有刊物———《史地学报》, 这恐怕不是柳饴征不再介入“国学

研究会”的主要原因。“学衡派”的其他成员 , 对国学没有什么

研究 , 自然没有参加“国学研究会”的活动。“学衡派”既然倡

导“昌明国故”, 那么 , 就常情而言 , 理应吸收近在身边的“国

学研究会”的成员加入自己的队伍 , 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再

从“学衡派”的《学衡》和“国学研究会”的《国学丛刊》来

看 , 双方的成员均没有在对方的杂志上发表过文章。

这样看来 ,“学衡派”与“国学研究会”, 可能存在某种分

歧。陈钟凡是“国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 , 也是东南大学国文

系主任 , 据他在 1949年以后的“自传”中说 , 他是反对“学衡

派”的。�λ|虽然他没有进一步解释原因之所在 , 并且这种说法可

能也有 1949年以后“学衡派”的政治遭遇的原因 , 但至少可以

证实上文所叙述的事实。

原因可能与“学衡派”对国学研究的批评有关。

“学衡派”的主要成员几乎没有专文批评当时的国学研究 ,

无论是对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整理国故”一派 , 还是对东南

大学的“国学研究会”一派 , 并且梅光迪、吴宓的文章中涉及

到的对国学研究的批评 , 都是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而来的 , 如上文所述 , 明显是针对“整理国故”的。倒是 1923

年以后 , 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这一南一北的两派的国学研究在

学术界正式登场亮相后 ,《学衡》杂志上才发表外地来稿 , 对这

种新起的学术潮流提出专门的批评———这就是 1923年《学衡》

先后发表张荫麟、孙德谦的文章。张荫麟的文章是对由“整理

国故”发展而来的“疑古”学术思潮的批评 , 而孙德谦则是对

南北国学研究的全盘批评。下面 , 且看孙德谦的批评。

孙德谦 (1859～1935年) , 字受之 , 一字寿芝 , 晚号隘堪居

士。早年喜高邮王氏之学 , 后病其琐碎支离 , 而治章学诚《文

史通义》, 进而全力治先秦诸子之学 , 晚清著名学者 , 著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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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通考》。于文专事骈偶 , 与李详 (审言) 并称“李孙”, 有

《四益宦文稿》二卷、《六朝丽指》一卷。平生笃志儒学 , 1912

年沈曾植等创办“孔教会”, 发起征文 , 以《孔教大一统论》应

征。吴宓曾专程到上海登门拜访 , 为《学衡》组稿 , 十分钦佩

其思想与学问。

孙德谦在《学衡》上发表的《评今之治国学者》一文 , 并

不是专门针对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会”的。例如文章中说 :

“彼以汉学家言 , 而谓合于科学方法者 , 则考据之学是也。虽

然 , 言乎考据 , 何得即称为国学乎 ?”“夫国学而仅以考据当之 ,

陋孰甚焉 !”这显然是针对胡适等人的“整理国故”而言的。但

是 , 也有对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的批评 :

　　曲始于元 , 其时张小山辈 , 特造为新声 , 以补词之不

足耳。顾以其可被诸管弦 , 旧目为游戏之具 , 近虽有识其

渊源、较其音律者 , 然不加考索 , 善于歌唱 , 滥吹其中 ,

此类为多 , 亦以此本游戏之事 , 非关学问也。乃明知其为

游戏 , 偏欲夸大其事 , 谓曲者国粹之所存 , 夫国粹固若是

其小乎 ?�λ}

　　这至少是包括了对“国学研究会”重要成员吴梅的批评。

孙德谦在文章中还说 ,“吾谓今之治国学者 , 曰好古 , 曰风雅 ,

曰游戏 , 如斯而已矣”, 则是对“今之治国学者”, 不问南、北 ,

全部予以否定 , 这也显然是包括了对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会”

的批评。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是 : 孙德谦曾经致信《国

学丛刊》, 对陈钟凡的诸子研究提出批评 ;《国学丛刊》发表了

孙德谦的批评信和陈钟凡的答复 , 由此开始了两人的反复辩

难。�λ∼虽然两人各持己见 , 但还算是一般的学术讨论。然而 , 孙

德谦一边在《国学丛刊》不断发表批评陈钟凡学术观点的信函 ,

一边又在《学衡》上发表《评今之治国学者》这样全盘否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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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的批评文章 , 显然是加强了给人以他的《评今之治国学

者》似乎是专门批评陈钟凡等人的国学研究这样一种印象。

我认为 ,《学衡》发表孙德谦的这样一篇批评文章 , 可能也

是影响了“学衡派”和“国学研究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 , “学衡派”对梁启超的批评 , 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

因。

1922年 12月 ,《学衡》发表的汤用彤的《评近人之文化研

究》中 , 明确提出了对梁启超的指名道姓的批评 :

　　梁任公 , 今日学者巨子 , 然其言曰 :“从前西洋文明 ,

总不免将理想、实际分为两橛。(原注 : 中略) 科学一个反

动 , 唯物派遂席卷天下 , 把高的理想又丢掉了。”此种论

调 , 或以科学全出实用 , 或以科学理想低下 , 实混工程机

械与理想科学为一 , 俱未探源立说。�µυ

　　汤用彤这篇文章发表时 , 正值梁启超应邀在东南大学讲学 ,

并且为“国学研究会”举行的学术讲演作专题学术讲演 , 那么 ,

汤用彤这样指名道姓的批评 , 不仅让梁启超很难堪 , 而且也让

“国学研究会”很难堪。而且 , 柳饴征 1921年在《史地学报》

上发表的《论近人治诸子学之失》一文中 , 也对梁启超等人

“诋毁孔子、崇拜墨子 , 及九流不出于王官等议论”提出了批

评。�µϖ

从学术系统来看 , 梁启超和“国学研究会”诸人 , 明显是

不尽相同 , 但梁启超作为学界巨子 , 倒也颇受“国学研究会”

的推崇。“国学研究会”举行的学术讲演 , 由梁启超作第一讲和

最后一讲 , 后来编辑、出版《国学研究会讲演录》, 也是以梁启

超的两篇讲演稿作为开头 , 这些都显然有借重梁启超的学术地

位和名望的意义。再者 , 陈钟凡在回答孙德谦的批评时曾云 :

“述此书竟 , 接读近期《东方杂志》载梁启超君《阴阳五行说之

来历》一文 , 亦复助我张目 , 益信鄙说实斯世之公论 , 彼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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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见者无当大雅也。”梁启超“亦复助我张目”是一回事 , 能否

因此而证明“鄙说实斯世之公论”则又是一回事 , 这个道理陈

钟凡至少在理论上不会不明白 , 但他之所以这样说 , 实际上又

何尝不是借梁启超来替自己张目呢 ? 更意味深长的是 , 陈钟凡

在下文还这样说道 :“梁君亦笃信今文者也 , 其言如是 , 其斥仲

舒也如是 ; 谓‘仲舒之不可轻訾’, 不亦可笑之甚邪 ?”�µω

当然 ,“学衡派”是一个以文化批评著名的社团 , 而“国学

研究会”则是一个致力于国学研究的学术团体 , 虽然两者在文

化思想上存在着某种相近的观点 , 但毕竟在学风和学术经历上

也存在着相当的差别———至少“学衡派”的梅光迪、吴宓、胡

先　这三个留学出身的年轻学者 , 专事批评而无多少实绩 , 留

学西方而无甚国学根柢 , 这在“国学研究会”的陈钟凡、顾实、

陈去病、吴梅等专治国学出身的学者的眼里 , 恐怕有些不大以

为然。这样 , 再加上上述原因 , 它们之间的距离自然也就愈来

愈远了。

对于“学衡派”来说 , 没有能够团结近在身边的“国学研

究会”这些在学术上很有实力与影响的学者 , 显然是一个很重

大的失误与损失 , 使得自己在队伍的整体实力上更不足以与

“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学术思潮相抗衡 ; 又因为在学术上没有

能够作出实绩来支撑其理论、观点 , 因而容易使其理论、观点

流于空洞的批评 , 这自然又影响了其社会效果。“五四”新文化

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成功 , 靠的并不仅仅是其理论、主张 ; 如

果没有学术上的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 , 能够产生那样迅速而重

大的影响么 ?

“学衡派”的主要成员梅光迪、吴宓、胡先　等人对“整理

国故”的反应 , 十分无力 , 甚至连一篇专门的论文都没有 , 既

不能在理论上作出批评 , 又不能对其具体的学术成果提出评论 ,

暴露出其自身最为严重的学术实力薄弱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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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载《学衡》第 23期 , 1923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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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υ 　载《学衡》第 12期 , 1922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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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恒文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编 300093]

06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第三期


